
（两位战友的诀别）

韩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

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 1962 年就已出现了。

八届十中全会（1962 年 9 月）的报告就是不

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1963 年毛主席又

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

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

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 1965 年制定了一个

《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1966 年 5 月政



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十六通知》。文

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

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

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

1966 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

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

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

进行。

韩丁：1962 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

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

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

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

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

（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

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

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



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

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

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

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

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

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

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

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

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

建筑。后来，陈伯达（1969 年前任中央委员

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

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

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

1963 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

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



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

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

（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

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

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

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

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

—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

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

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

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

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

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

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

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

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

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

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



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

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

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

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

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

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

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

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

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

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

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

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

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

“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

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

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

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

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

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

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

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

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

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

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

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

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

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

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

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

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

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

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

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

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

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

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

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

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

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

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

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

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



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

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

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

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

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

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

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

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

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

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

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

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

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

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

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

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



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

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

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

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

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

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

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

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

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

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

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

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

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

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

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

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

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



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

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

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

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

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

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

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

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

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

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

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

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

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

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

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

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

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

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

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

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

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

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

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

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

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

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

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

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

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

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

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

（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

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

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

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

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



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

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

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

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

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

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

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

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

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

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

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

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

“打倒吕玉兰”。

当时我们让他们（红卫兵）自由活动。

他们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这有它好的一面，



因为它暴露了别有用心的人，它暴露了

“五·一六”份子。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

道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死硬的“五·一六”核心份子人数不多，

但这些人确实当了“五·一六”的头头。坏

份子变成坏头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跟着谁，

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

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

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

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

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

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

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

中，造反派（实际是保守派）反对他的斗争

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

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

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

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

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

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

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

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

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

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

到冲击。


